



宋代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 , 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海商贸易占据主导 , 政府贸易的地
位衰弱。中国海商和来华外商的人数和贸易规模都为史所不及。 宋代中国海商的情况笔者已
撰文论述 (文见 《云南社会科学》 1995年第 5期 )。 本文拟对来华外商作一专论。





夏国上》 记载: “东若高丽、 渤海虽阻辽壤、 而航海远来 , 不惮跋涉 ; 而若天竺 , ……大食、
……拂林等国 , …… (南若 ) 交趾、 占城、 真腊、 蒲耳、 大理、 滨海诸蕃 , 自刘 、 陈洪进
来归 , 接踵修贡。” 而据史籍记载 , 商人来华最多的国家主要有高丽、 日本、 交趾、 占城、 真
腊、 真里富、 注辇、 三佛齐、 大食等。高丽与宋关系时有波动 , 而其商人来华却未间断。 日
本商人在北宋几乎无人来华。南宋时日本武家兴起 , 改变了前代消极的外贸政策 , 积极鼓励
本国商人与宋贸易。日商来华者渐增。《宝庆四明志》 和 《开庆四明志》 都有很多关于日商来
华的记录。交趾商人来华贸易主要集中在钦州。占城商人在华贸易被宋政府限于广州一地 ,但




人来华人数尤多 , 仅在泉州 “三佛齐海贾 , 以富豪宅 , 生于泉者 , 其人以十数。” [2 ]已属不少。




卜” 的汉译。 这类外商绝大多数来自大食。真里富商人也常赴宋贸易。 其国商人 “欲至中国






有 “蕃商辛押 , 居于州数十年矣 , 家赀数百万缗。” 乾道四年有一位真里富大商死于明州







张而大 , 富盛甲一时。” 修造的伊斯兰教寺塔 “高入云表” , 每逢宴会则 “挥金如粪土 , 舆卑
无遗 , 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 [ 9]
来华外商的贸易额巨大 ,动辄数十万贯。大食商人蒲罗辛一次贩到的乳香价值达 30万贯。
外商蒲亚里贩到的象牙、 犀角等商品总价值之大使广州市舶司所储本钱都不够博买。 绍兴二
十六年三佛齐商人莆晋携带的商品中乳香就有 8万斤、 胡椒万斤、 象牙 40斛 , 名香宝器甚
众。[10 ]蒲姓外商在泉州结成大海商集团 , 资财冠于诸商。《桐江集》 卷六记载: “泉之诸蒲为贩
作三十年 , 岁一千万而 (贾似道 )五其息。” 贸易额达到 1千万贯。总之 , 来华外商国别众多 ,
人数庞大、 资本雄厚 , 是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力量。
二、 宋政府对待来华外商的政策。




州军并用妓乐迎送 , 许乘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 , 俟相见罢 , 赴客住上马……。” 每年蕃商
离港之时 , 宋朝地方官都要举行宴会犒劳欢送。每 “岁十月提举司大犒设蕃商而遣之。” [11 ]犒
设之时 , 朝廷派遣特使往广州等地慰劳。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七十二记载: 大中祥符二年
“广州蕃商凑集 , 遣内侍赵敦信驰驿抚间犒设之。” 犒设场面盛大。哲宗朝曾在广州任职的朱
服说: “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 , 大集府中。 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 , 云善诵 《孔雀明王经》
……”。 宴会上 “其蕃汉纲首、 作头稍工等人各令与坐 , 无不得其欢心。” 宋政府每年都拨出
专款营办此事: “每年发舶月分 , 支破官钱 , 管设津遣。” [12 ]受到款待的蕃商踊跃通商 , 宋政府
收入也随之上升。相对于巨大的市舶税收 , 犒设之费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时人所说: “旧来或
遇发舶众多及进贡之国并至 , 量增添几数 (犒设费用k k笔者注 ) 亦不满二百余贯 , 费用不
多 , 所悦者众。”
[13 ]
所以泉州也仿效广州。据 《宋会要》 职官四四记载: 提举福建市舶楼钥说:
“今来福建市舶司 , 每年止量支钱 , 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 , 委实礼意 , 与广不同。欲乞依广南
市舶司体例 , 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 , 宴设诸国蕃商 , 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 建炎二
年七月 , 两淅路曾因减省冗费而规定: “每遇海商住舶 , 依旧例支送酒食 , 罢每年燕犒。” [14 ]而
广南舶司官员认为此举得不偿失 , 于绍兴二年上奏: “今唯建炎二年七月敕 , 备坐前提举两淅
市舶吴说 子 , 每年宴犒诸州所费不下三千余贯 , 委是枉费。 缘吴说即不曾取会本路设蕃
所费数目例 , 蒙指挥寝罢 , 窃虑无以招怀远人 , 有违祖宗故事 , 欲乞依旧犒设。从之。” [15 ]可
见迎送与犒设是与宋政府鼓励发展海外贸易这一基本政策相表里的。
2、对遇难外商的抚恤。来华贸易的外商于海中遇难者可以得到宋政府的抚恤和特殊照顾。
宋政府规定: “因风水不便 , 船破樯坏者 , 即不得抽解。”
[16 ]
遇难船只的货物受到法律保护。元
元年知广州张颉仲私取被风吹泊广州岸的商舶上犀角 , 并 “遣赍至京师进奉 , 院官以法不
许。” [17 ]政和四年在钱塘江亦有一艘海舶倾覆 , 滨江居民盗取船中财物。宋政府 “令杭州研穷





长编》 卷 177载: 熙宁九年秀州华亭县有高丽商贾 20人 “因乘船遇风 , 飘泊到岸 , ……治秀
州如参验非奸细 , 即居以官舍 , 给食 , 候有本国使人入朝取旨。其后王徽使至。因赐帛遣归。”
《宋史· 日本传》、 《开庆四明志》 卷八也分别记载: 淳熙三年 “风泊日本舟至明州 , 众皆不得
食 , 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 , 治人日给钱五十文、 米二升 , 俟其国舟至遣归。” 淳熙十年、
绍熙四年、 庆元六年、 宝 六年等宋政府都多次接济日本遇难商人。广州还修有 “安乐庐”、
“以待旅人无归者。” [ 19]
3、保持外商在华贸易利益。宋朝法令禁止对蕃商随意违章征税。蕃商到港 “除抽解和买 ,
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 ,计赃罪之。” [20 ]建炎元年规定: “有亏蕃商者 ,皆重审其罪。” [21 ]绍兴十




减少市舶收入 , 以保证外商的一定利润。 如到明州贸易的日本商人往往是受雇于日本贵族大
姓 ,运载的木材、硫黄等大宗商品都是雇主所有 , 商人本身常只携带质轻价贵的少量黄金。黄
金的进口并不受禁止 , 商人只须依例纳税。而不法牙侩为图利益 , 谎称黄金贸易为政府所禁 ,
诱迫日商托其代销 , 从中盘剥 , 损害日商利益和贸易积极性。宋政府为使外商免受不法牙侩
劫夺 , 放弃了每年上万缗的黄金抽解税。 《开庆四明续志》 卷八记载: “倭船到岸 , 免抽博金
子 , 如岁欲不可阙 , 则当以最高年分所抽博数 ( 3万 6百 56贯文 ) , 本司 (指明州市舶司 ) 代
为偿纳。”市舶司补贴 3万多贯钱却激发了日商贸易的热情 ,使贸易人数和贸易额大幅度增加 ,
市舶税收也必随之增加。当时有人评论道: “免将倭商金子抽博 , 施行所损无毫厘” , 而受益
何止 3万贯可计。 [23 ] 《宋会要》 职官四四之五还载 , 宋政府规定 , 只要 “经提举市舶司陈状 ,
本司勘验 , 诣实给与公凭 , 前路照会 , 经过官司常切觉察。” 外商可以在宋朝内各地经商。宋
政府的这些措施保障了外商的贸易利益 , 提高了他们来华贸易的积极性。
4、 保护来华外商的财产权和实行司法分治。宋政府规定 , 在华外商的财产不受侵害。外
商死后 , 其子女亲属有财产继承权。 外商侨居中国期间有触犯法律的事 , 一般都交付蕃坊的
蕃长按本国法律惩治 , 只有较重的才送地方政府办理。 虽然有不少官员呼吁统一法治 , 但宋
政府基本上始终维持着分治的状况。 这种法律上的分治实际上反映了宋政府对外商政策的宽
松 , 与其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的一系列其他措施是一致的。关于宋代来华外商财产权和司法权
问题林文勋博士有专文论述 , 可供参考 (林文刊于 《岭南文史》 1992年第 2期 ) , 本处不多加
赘说。
5、 限制入贡 , 鼓励通商。中国专制主义封建王朝无一例外都以四类朝贡为荣耀。对诸国
的贡奉实行厚往薄来 , 轻视经济效益 , 以炫耀其作为大国的富足和万国宗主的气度。 宋朝也
难脱此窠臼。 对朝贡者给予若干优惠: 如免除沿途商税 ; 给予远大于贡物价值的回赐 ; 设馆
舍接待使者等。因为打着朝贡的幌子更有利可图 , 于是很多商人也以朝贡为名前来贸易。 如
《宋会要》 蕃夷七之四八记载 , 绍兴十六年三佛齐朝贡 , 携带 30余种物品 , 其中计量单位上
万的有: 乳香 81680斤、 胡椒 10750斤、 檀香 19935斤 , 而价值昂贵的象牙有 4065斤、珍珠
113两。总价值逾百万。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上贡 , 其商业目的显而易见。宋政府每年用于回赐
的钱物十分庞大。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435所载苏轼的言论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 (贡赐往
来 )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获不赀之财。”这与宋政府发展海外贸易 , 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相
背驰。 与唐、 元、 明相比 , 宋积贫积弱 , 对市舶收入有很大依重。它既有怀服四夷的政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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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更有贸易兴利的经济目的。 严峻的现实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限制朝贡 , 鼓励通商才能保
证抽解收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86载 , 为减少回赐之数 , 宋政府于大中祥符八年规定:
“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 ,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持赴阙 , 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
估价闻奏 , 非贡奉物悉收税算。”并限制了进贡的规模: “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 , 共防援官 , 大
食、 注辇、 三佛齐、 婆等国勿过二十人 , 占城、 丹流眉、 渤泥、 古逻、 麻逸等国勿过十人。
……广州蕃客有冒代者 , 罪之。” 严禁商人冒贡。规定只有持有本国进贡表章的才能入贡。为
求免税而冒称上贡者一概不受。《宋会要辑稿补编》第 639页载: 天禧元年大食商人麻思利运
到货物 “合经明州市舶司抽解外赴阙进卖 , 今却作进奉名目直来上京” , 并 “乞免缘路商税”。
宋政府下令 “其缘路商税不令放免。” 《宋会要》 职官四四之一二载 , 元丰年间又进一步规定 ,
朝贡之物也不送京 , 只在港口各州出卖: “诸蕃国进贡物依元丰法更不起发 , 就本处出卖。倘
取违戾 ,市舶官以自盗论。”这样就解决了回赐之弊。从以上可见 , 宋政府并非排斥外商外使 ,
而是以各种措施变朝贡为通商 , 以增加政府收入。 宋政府这种重视商业效益的政策对推动海
外贸易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 外商在华的生活
1、 外商的侨居。 《萍洲可谈》 卷二说: “诸国人至广州 , 是岁不归者 , 谓之住唐。” 说明
当时有不少外商侨居中国的现象。宋政府也允许外商自由来往居住。《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九
载: “听其 (指外商 笔者注 ) 往还 , 许其居止。” 在这种政策下 , “住唐” 外商很多 , 并有
不少是举家迁至: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 104载: “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 随迁的
外国妇女很多 ,以至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 , “广中呼蕃妇为菩萨蛮。” [24 ]广州一带对她们有专
门的称呼。住唐的外商一般聚居在某一区域 , 特别是 “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 , 筑石联城 , 以
长子孙。” [25 ]海南岛有蕃商聚居的番浦、 番村。而外商居住最为集中的是广州和泉州。开封也
有犹太人侨居。广州和泉州都有蕃商聚居的蕃坊。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 , 广州的蕃坊就在
《 史》、 《萍洲可谈》 所记的海山楼处。据桑原骘藏考证 , 海山楼 “在广州府城之南 , 珠江之
北岸 , 蕃坊亦在此。” [26 ]泉州称外商聚居地为蕃人巷。 《方舆胜览· 福建路· 泉州》 载: “诸蕃
有黑白二种 , 皆居泉州 , 号 `蕃人巷’ 。” 据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实地查证 , 宋元时期蕃客
居住区在今泉州南门附近地区 , 东起青龙聚宝 , 经东桥市 , 西至富美与风炉埕 , 北从横巷起 ,
南抵聚宝街以南的宝庵寺止的范围之内。
[27 ]
关于外商侨居区的管理 , 《萍洲可谈》卷二载: “置
蕃长一人 , 管勾蕃坊公事。” 蕃长以蕃人有威望者为之 , 由宋政府任命 , 是宋政府管理外商的
代理人。蕃长同时还负有招徕外商的职责。为了便于管理 , 宋政府规定: “化外人法不当城
居” [28 ] , 只能居住在蕃坊。
宋政府招徕外商的根本目的是鼓励他们往来通商 , 而蕃商的长期定居又与此目的相悖。
因此宋政府限制外商的定居。《宋会要》 职官四四之一 0记载一件事: 外商莆亚里在广州娶中
国妻 , 欲留居不归。宋政府勒令地方官敦促他返回其国 , 来往贸易。为限制外商定居 , 宋政
府还规定 , “不得卖与 (外商 笔者注 )物业。” [29 ] “蕃商毋得多市田宅 , 与华人杂处。” [30 ]实
际上外商修房置产 , 长期定居 , 并在城中与汉人杂处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买通地主官吏 , 以
为庇护。泉州 “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 , 违反了规定 , 但因 “上下俱受赂 , 莫敢谁何。”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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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外商修造本国特色的建筑 , “家庭以篾为门” , 所建 “层楼杰观 , 晃荡绵亘 ,不能悉举。”
[32 ]
不少外商还不顾 “法不当城居” 和不得 “与华人杂处” 的禁令 , 到城区与汉民杂居。 在 《方
舆胜览》 卷 34载: 广州城内 “胡贾杂居 , 欲杂五方。” 泉州也是 “蕃商杂处民间”。 [33 ]据 《宋
会要》 职官四四之二 0记载: 外商在华居住满 5世 , 死后无财产继承人者 “依户绝法 , 仍入
市舶民事拘管。”也可见外商长期定居是很普遍的。宋朝是当时经济文化都居世界首位的大国 ,
外商慕其富足先进 , 流连忘返是十分自然的。
2、 在华外商的习俗。外商在华侨居 , 日常生活仍基本保持本国习俗。广州的蕃客 “至今
但不食猪肉” , “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 , “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 , 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
若也。” 波斯妇人仍然保持着食槟榔的习惯。娱乐、 种花等也保持了本国的习俗。 “广州蕃坊
见蕃人赌象棋 , 并无车马之制 , 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 , 亦自有节度胜
败。” 他们还栽种本国的花木。 “制龙涎者无素馨花 , 多以茉莉代之 , ……素馨唯蕃巷种者尤
香 , 恐亦别有法耳。龙涎得以蕃巷花为正。” 外商在华居住日久 , 也有不少习俗同化于中国居
民。 “蕃人在装与华异 , 饮食与华同。” 而蕃长则 “巾袍履笏如华人。” [34 ]风俗已逐渐易移。
3、 在华外商的就学和婚姻。学习先进的宋朝文化是侨华外商的强烈愿望。据 《宋史· 高
丽传》 记载 , 高丽有在宋通过科举入仕者。这些人是否因商而至宋不可确知。但广州和泉州
都先后专为蕃商子弟设置了蕃学。神宗熙宁年间 , 程师孟知广州时 “大修学校 , 日行诸生讲
解 , 负笈而来者相踵 , 诸蕃子弟皆愿入学。”
[ 35]
这时只是在州学中吸收蕃商子弟。至 “大观政





外商莆亚里侨居广州 , “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 ,
以妹嫁之 , 亚里留不归。” [38 ]甚至有外商与皇族宗室之女联姻者。 《萍州可谈》 卷二载: “广州




无 , 促进贸易各国市场的发展 , 丰富了人民生活。 他们在这些方面所担当的角色及起的作用
与宋朝国内海商基本相同 (宋朝海商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笔者在 《云南社会科学》
1995年第 5期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已作论述 )。而外商在文化交流中所
产生的最有特色的影响就是伴随他们贸易活动而来的宗教文化的传播。
侨居中国的外商绝大多数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宗教信仰 , 在侨居地修造庙宇 , 进行宗教
活动。 这些活动日浸月渐 , 逐步在中国民间传播开来。 宋代在中国传播的宗教门派多 , 影响
大。
1、外来宗教的门派。由于来华外商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不同 , 所信仰的宗教也多种多样。
宋朝在中国传播的宗教有伊斯兰教、 摩尼教、 印度教、 景教等。 传播地区与外商的活动主要
区域大体一致 , 集中于港口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来宋外商中阿拉伯商人最多 , 因而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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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盛行的外来宗教。据何乔远 《闽书》 卷七 《方域志》 载: 穆罕默德的门徒中 “有四大
贤人 , 唐武德中来朝 , 遂传教中国 , 一贤传教广州 , 二贤传教扬州 , 三贤、 四贤传教泉州”。
广州、 泉州宋代仍是商贸大港 , 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很兴盛。 广州有怀圣寺 , 是穆斯林礼拜之
所。岳珂在 《 史》 中记载了行礼拜的情形: “平民终日相与膜拜祈福 , 有堂焉 , 以祀名 , 如
中国之佛 , 而实无像设 , 称谓聱牙 , 亦莫能晓 , 竟不知何神也。 堂中有碑 , 高袤数丈 , 上皆
刻异书如篆 , 是为像之 , 拜者皆向之。” [40 ]泉州的穆斯林更多。宋代这里有几座清真寺。其
中确知修于宋代的有两座: 一是大中祥符二年由穆斯林在当时蕃商聚集的城东南通淮街修建
的艾苏哈卜寺 , 亦称圣友寺 , 二是由一位穆斯林商人捐资、 创修于绍兴元年的清净寺。泉州





该教崇尚光明 , 传入中国后又称 “明教”。据 《闽书》 卷七 《方域志》 记载 , 摩尼教唐时传入
中国 , 最初流行于福建一带 , 后渐及两浙。 《鸡肋篇》 卷上曰: “ (摩尼教 ) 事魔食菜 , 法禁
甚严 , 以迫时事者益众 , 云自福建传至温州 , 遂及两浙。”。 1989年春温州苍南县文物部门发




宋代印度教也传到中国。泉州有印度教的石刻。韩振华先生认为 , 泉州印度教石刻” 其
年代未能早于宋元之间以前 (亦即 13世纪以前 )。” “非传自南洋 , 而是来自印度本土。” [44 ]宋
代印度南部沿海文明再兴 , 商业繁荣 , 来中国贸易的商人很多 , 正是这些来华商人把印度教
带到中国。
景教在宋朝也有一定流传。 泉州发现的十字石刻就是景教的遗物。 韩振华先生认为 , 泉
州发现的 5具十字石的时代都在 11世纪以下。说明宋代景教已在泉州流行。他说 , 宋元之时
“在泉州之景教徒为数应是不少 , 由于屡有发现景教墓碑后 , 可以知之。” [ 45]
还有一些小宗教也随外商的足迹来到中国。 《宋会要》 刑法二载 , 元 六年 , “殿中侍御
史杨畏言: 近有布衣薛鸿渐、 林明发以妖妄文字上闻 , 诏送两浙福建路转运司根治。 臣闻鸿
渐教本自异域入于中国 , 已数十年 , 而近益炽 , 故其桀黠至于上书以幸张大愿。” 这类宗教影
响不大 , 史籍也极少记载。
2、 外来宗教的影响
外来宗教最初都由信教的外商传来 , 信徒也仅是这些外商。 随着时间流移 , 在宋朝民间
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它们在民间的传播给宋朝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宋
代在民间传播最为广泛的外来宗教是摩尼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76载: “温州等处狂恃
之人 , 自称明教 , 号为行者 , 今来明教行者 , 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 , 号为斋崖。如温州共
有四十余处。” 宣和二年方腊起义时摩尼教成为了有力的组织工具 , 摩尼教徒纷纷参加起义。
方腊起义失败后 , 宋政府下令禁止摩尼教流行 , 对 “事魔” 的信徒进行镇压。但摩尼教仍禁
而不绝。绍兴四年起居舍人王居正上言: “伏见两浙州县 , 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
宽 , 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 , 方腊之后 , 法禁甚严 , 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 温台一带摩










各种外来宗教在宋的传播 , 使宋朝的宗教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开创
之功属于众多的来华外商。外来宗教的传播与外商的活动密切相关。林文明先生指出: “泉州
海外交通发展于唐代 , 繁荣于宋代 , 而摩尼教的传入也是始于唐代 , 发展于宋代。” [49 ]福建能
成为摩尼教后期传播中心及消亡地 ,原因在于其海外贸易的发展。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如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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